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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序化代入”: 

乡村生计方式的一种变迁机制及其意义 

——基于攀枝花 X村两次产业转型的调查1 

刘夏蓓 黄章宏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北京 100875) 

【摘 要】 随着市场经济、国家政策等外部结构性因素的变动，乡村生计方式发生多次改变。本文所关注的 X

村先“非农化”发展再“回归"农业生产的改变，是近年来一类资源型村庄生计方式变迁的代表。研究表明，X村两

次转型的过程都是“先行者”带领村民逐步转变生计方式的过程。“先行者”按照以己为中心，以血缘亲疏、地缘

远近“差序化”代入的方式，带领其他村民进入到新的生计方式之中的“行动逻辑”，在农村项目引进、工作引荐

以及产品运输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带领作用，促成了村庄生计方式的转变。本文认为，在解决转变生计方式的难题

时，X 村村民是基于村庄的自然资源和产业发展经验，将“差序化”的社会关系“代入”其中而成功的。“差序化

代入”是资源型村庄的一种生计方式“变迁机制”。该案例说明，尽管外部结构性因素不断变动，村庄最基本的社

会结构“差序格局"仍具有强大的惯性，乡土社会关系对维持乡村秩序仍发挥着重要作用，这可为解决供给侧改革

中的员工·分流安置问题提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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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市场经济、国家政策等外部结构性因素的变动，乡村生计方式发生多次改变。改革开放特别是21世纪以来，随着资本

下乡，很多资源型村庄通过资源开发办起了工业，走向“非农化”，钢铁、煤炭等成为村庄的主导产业和村民的主要生计来源。

但如今,面对着国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外部市场产能过剩以及环境保护的压力，加之个别地区资源的逐步枯竭，很多资源型村

庄亟待转型。 

生计方式变迁是社会文化变迁的源头与基础，村庄转型的核心是村民生计方式的转变。该问题解决不好不仅会带来个体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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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人员生计方式的丧失、造成大规模的失业现象，甚至会导致村庄乃至社会的秩序混乱。但需要指出的是，政府、媒体以及学

界目前更多关注的是城市转型以及员工安置问题，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资源型村庄的转型。例如，国务院发布了钢铁、煤炭行业

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媒体也解读了国家政策，报道了转型困境
[1]
；学界大量研究了宏观的经济政策意义以及可

能出现的失业问题[2-4]。遗憾的是，上述视野中很少涉猎资源型村庄及其刚刚进入第二产业经营或从业的乡村村民，但这却是关

乎千万农民的生计问题。 

于此，笔者选择攀枝花 X村为个案，关注资源型村庄的转型问题。在返乡调研中，我们了解到：从 2013 年底开始，攀枝花

市就关停了 100 多家小矿山、小钢厂，压缩钢铁产能400 万吨①，一些资源型村庄正积极转型。其中，值得一提的是，X村先“非

农化”发展，后又回归农业生产，在 10年间已实现两次产业转型，村民自主地转变了生计方式。那么，村民的“行动逻辑”是

什么，整个村庄生计方式的“变迁机制”又是什么？这引起了我们团队极大的兴趣，成为本文研究的问题和调研的动因。 

一、文献综述 

“生计方式”是一个文化人类学概念，指人类群体为适应不同的环境所采取的整套的谋生手段[5]163。在已有研究中，学者们

主要从社会资本和社会结构这两个视角研究了个人求职过程和少数民族生计变迁。 

“社会资本视角”即关注个人社会关系的强弱、社会资本的丰欠对生计方式变迁的影响。林南将“社会资本”定义为在目

的性行动中被获取的和（或）被动员的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资源[6]28。在“社会资本与求职过程”的经验研究中，格兰诺维特等

关注到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假设指出弱关系者之间的异质性更高，信息量越大、质越高，所以使用

弱关系找到工作的人，入职收入较高[7]。边燕杰在中国的调查中发现人们更多地运用强关系获得工作[8]。钱芳、陈东有则将其引

入农民工研究并得出结论：大多数农民工都是通过强关系实现就业的。通过强关系实现就业的农民工就业的满意度更高，通过

弱关系实现就业的农民工在收入、就业正规程度等客观就业质量方面更高[9]。此外，赵延东、风笑天等综合分析了社会资本对职

工“再就业”的影响，他们在 1998 和 2000 年的量化研究证明了社会资本对职工能否获得再就业机会有着显著的影响[10-11]；陈瑛

等在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研究中指出，社会资本有利于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但其本土化程度会抑制其作用的发挥[12]。 

“社会结构视角”即关注国家政策调整、市场供需变动以及生态环境变化等结构性因素对生计方式变迁的影响，这主要见

于相关学者对少数民族生计方式变迁的研究。如刘正江研究了新疆牧民定居政策带来哈萨克族定居牧民由传统游牧到农耕等的

生计方式变迁[13]。周建新、于玉慧从环境特点、国家政策、市场需求等方面分析了哈尼族从刀耕火种到橡胶产业发展的生计转

型动因[14]。温士贤认为国家力量和市场经济的合力推动使怒族社会的生计方式由家计经济向市场化方向转型[15]。 

综上，社会资本视角强调个体社会关系网络的作用，社会结构视角侧重于强调宏观的结构性因素，这两个视角对生计方式

变迁已进行较为系统的讨论，有一定的解释力。但需要指出的是，乡村生计方式变迁既离不开社会经济的大环境，也离不开个

人的能动性过程。因此，在上述两个视角的基础上，本文将“乡村生计方式变迁，，作为研究对象，研究以攀枝花 X村为代表的

一类资源型村庄的生计方式变迁机制。采用整体论、过程视角，先呈现 X 村生计方式变迁的概况，再分析从“先行者的行动逻

辑”到“村庄生计方式变迁”的过程，从而更多地关注村庄内部乡土社会关系的特征，并强调其对整个村庄生计方式变迁的作

用，提出“差序化代入”的概念以进行过程性的变迁机制解释。 

二、资料与方法 

本文的讨论建立在对四川省攀枝花市盐边县益民乡 X 村的田野调查基础之上。按照学术惯例，所涉及的人名、企业名和村

庄名均已进行匿名化处理。 

（一）田野地点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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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位于我国川、滇交界地带，因矿而建，因钢而兴，是我国著名的资源型城市。调研地“X村”属攀枝花市盐边县益民

乡管辖，既是一个由血缘及地缘纽带所连接的传统自然村，又是一个位于矿区且光热、土地资源丰富的典型的资源型村庄。 

X村共有 102 户 405 人。在血缘格局上，X村并非单姓村，是由多个家族共同组成，李家、张家、赖家等是村中的大家族，

也有韦、颜、赵、黄等小姓氏。村庄中人口流动较少，除黄氏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由外地迁入外，其余家族据称都已在此生活

了几百年，外出务工的年轻人常年都不超过 5 个。村庄内部的通婚使 90%左右的村民都互相有了血缘关系，可以说,X 村的地缘

关系与血缘关系相互交织。血缘关系也影响了政治格局，选举的生产队长都是来自李家、张家、赖家等大家族。近年来是李小

四和李老大各任了两届（三年一届），他们是堂兄弟。文化方面，村民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现在有 4 名本科生、7 名专科生，40

岁左右的村民多是小学或者初中文化，而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中仍有不少人不识字。X 村位于钮钛磁铁矿资源极为丰富的攀枝花

市,这成为 X 村钒钛磁铁矿洗选晒产业（下文简称“洗选产业"）兴起的重要原因；X 村年均气温 20.3°C、年日照时数达 2700

小时、无霜期达 300 天以上，其优越的光热条件为其特色农业发展创造了可能；而由 0.62亩的承包耕地和自垦山地组成的人均

约 4亩的土地资源更为其工农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空间。可以说，X村是一个典型的资源型村庄。随着市场的资本进入、供求变

化以及国家产业、环保政策的调整,X 村依托其自然资源在过去的十年间发生了从传统农业转向洗选产业、再转到特色农业的两

次产业转型,显得尤为特殊、引人注目。 

（二）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方法包括参与式观察法、深度访谈法和文献法。2016 年 7 月，笔者用两周的时间先后走访了“新峰矿业有限公

司”等 10余家停产工厂，观察工厂衰败现状;访谈了出租土地的村民、矿业投资者和村干部，向他们了解 X村的矿业发展历程。

2017 年 1 月，笔者又用了三周的时间到村民家中、农产品收购点以及田间地头观察 X 村的番茄等早春反季节蔬菜生产情况，与

他们一起交流近年来村庄的生产生活变化；同时，与李小四队长
②
（下文称“李队长”）、李小勇等多位村民就村庄生计方式变

迁进行深度访谈。笔者主要参阅了差序格局、供给侧改革以及生计方式变迁相关的文献，先后访了 15 位村民、2 位村干部、2

位矿业投资者、1位农产品收购商贩以及 1位乡政府工作人员等共计 21人。 

三、生计方式变迁的概况 

近十年，在两次产业转型中，X 村生计方式的变迁历程是:先从单一的农业生产转为土地租赁、矿产运输及工厂务工等多种

生计方式，之后又转回特色农产品生产、包装与搬运。 

（一）第一次产业转型:“非农化”转变 

2006 年，在市场经济对农村的影响不断扩大，在当地政府积极推动招商引资的背景下，X 村发生了第一次产业转型，主导

产业由传统农业转向洗选产业。此前,村民以传统农业为生，他们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主,少量种植蔬菜和水果，日子过得相对宽

松。2006 年以后，李队长引进投资者到村投资，建设了新峰等 13 家中小企业，企业资产从几十万元到上亿元不等,洗选产业发

展起来。得益于洗选产业的快速发展，村民进行土地租赁、矿产运输和工厂务工，家庭主要经济来源转为工业收益，在较短的

时间内增收致富。 

土地租赁是农户将富余山地租赁给投资人建厂，每年每亩收取3000-4000.元的租金，先后共有 18户村民的土地被租赁建厂。

此外，村中有23户村民先后购车从事矿物运输，在鼎盛时期，每辆车的月均运费收入约1.5 万元；还有30多位村民进厂务工，

月薪可达到 3000 元。如此一来，全村 80%③的家庭都参与到洗选产业中。 

（二）第二次产业转型：“回归”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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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村的第二次产业转型从 2013 年底开始，主导产业由洗选产业转为特色农业。由于市场产能过剩，再加上供给侧改革和环

保的压力，X 村所有的洗选企业在 2013 年底全部倒闭。企业倒闭后，土地出租者不再有“旱涝保收”的土地租金、工厂务工人

员直接失业、个体运输户丧失货源，产业的衰败严重影响了村庄的社会生活秩序。 

可喜的是，攀枝花除了矿产资源,还有丰富的土地、光热资源，非常适宜早春蔬菜和特色水果生产；也正是在2013年,攀枝

花番茄销路拓展、价格攀升，达到了每斤 3元左右。早春反季节蔬菜种植的显著收益让村民看到了希望，X村人均 4亩的土地资

源也可容纳大部分的村民返家从事农业生产，于是他们纷纷“回归”农业生产。 

由于经历了洗选产业这一典型的工业发展时期，村民对市场经济的供求关系、产业链条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一方面，他

们更关注市场的需求信息，不断调节种植品种、时令与规模；另一方面，他们更注重市场化的供给要求,从自身的土地、光热资

源优势出发，重视农产品的标准化与规模化生产。自 2013 年以来,X村番茄、四季豆等早春反季节蔬菜以及芒果等特色水果种植

规模不断扩大，90%的家庭参与生产、18位村民投入装运，农产品已销往北京、上海等城市，特色农业为户均创收 4万元④。 

四、生计方式变迁的过程分析 

X 村两次转型的过程都是“先行者”带领村民逐步转变生计方式的过程。“先行者”按照以己为中心，以血缘亲疏、地缘远

近“差序化”的代入方式，带领其他村民进入到新的生计方式转变之中的“行动逻辑”，在项目引进、工作引荐以及产品运输

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带领作用，促成了村庄生计方式的转变。 

（一）先行者 

“先行者”是指 X村洗选产业和特色农业兴起的带头人，以及率先进入各个产业环节的村民。他们善于学习、积极探索,有

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和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得到了村民的支持与信任，成为促进村庄完成生计方式变迁的重要力量。两次产

业转型中，“先行者”成功地为其他村民带来了项目、工作和货源。他们以己为中心，按血缘亲疏、地缘远近逐步带领其他村

民进入到新的生计方式之中。 

李队长是洗选产业发展的先行者,他引进13个洗选项目到 X村，使洗选产业发展起来。随着产业链条的完善，矿产品生产、

原料与产品运输等领域又涌现出了一批以“租地农户”、“老运输户"等为代表的先行者，他们凭借土地资源成为先行者。特色

农业兴起的先行者是率先种植番茄的赵小六等 10余户农户，在他们的示范带引下，其他村民也纷纷种植。农产品包装、搬运等

工作岗位随之出现，因土地较少而率先前去务工的村民成为了这些产业环节上的先行者。当年，李队长 40出头，干劲十足。据

他介绍：“我性格直爽、说话有力度，有什么事都能够摆平。”村民袁某也说：“他胆子大，在这个地方吃得开。”在先行者

之中，李队长是最为典型的一个。李队长社会关系网丰富，敢于探索尝试,在村民中有较高的威望,他从投资者的角度为 X 村洗

选产业寻找适合的场地，积极地协调自己的亲属和村民，并处理纠纷，为 X村洗选产业发展做出了贡献。 

（二）项目引进 

新产业进入村庄，被 X村村民形象地称之为“项目引进”。“项目引进”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李队长先后介绍 13位场地

租赁者租赁了 17 户村民的场地，13 个洗选企业先后在村中建立，打下了 X村“洗选产业”的发展基础；二是 10 余户村民学习

邻村经验,率先种植番茄，而后向亲戚推广，逐步扩大了种植规模，5户农户成为先行者。 

在洗选产业发展中，X村共建设了“新峰”等 13家中小企业，是李队长先后三轮引进的。2006年，李队长第一轮先引进了

第一个水选项目“新峰”，投资人钦某主要租用了李队长的堂兄（李老大和李小勇）的土地。同年，李队长也将自己和妹妹家

的山地一同平整、硬化，引进投资人建设了第一个干选企业“翔朝”;还引进了张某的“博凡”，主要租用李队长堂兄（李小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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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土地。第一轮引进的三家企业起步早、规模大，在短期内就取得了很好的收益，所以在当时攀枝花兴办矿场的热潮中，钦某、

张某等投资人都在自己的朋友圈中宣传 X村：“X村 X队条件不错，可以到那里去找李小四，他可以把事情办好。”又陆续有一

些投资人前来考察投资。2009 年，李队长又进行了第二轮引进，他先是引进了投资人曾某到其堂妹（李小秀）地中投资建厂，

后又引进投资人李某在李队长自己整合的土地中办厂，引荐周某等到其表兄们的地中建厂。第三轮引进主要在 2010 年以后，一

些规模较小的项目租赁了张老大等农户的土地，他们是李队长的远亲或者无血缘关系的邻居。 

梳理李队长与其他土地租赁的农户之间的血缘、地缘关系，我们发现，第一轮是李队长将大项目引进到了自己、妹妹及堂

兄的土地中，这是父系近亲的范畴;第二轮又将 3个项目引进到堂妹夫、表兄地中，血缘关系稍远；第三轮则扩展到了远亲和邻

居。总的来看，项目引进呈现出以李队长为中心、以血缘亲疏为纽带的差序化扩展。李队长能成功引进项目在村中落地的原因，

是 X村优越的自然条件和李队长的社会关系网络，特别是他与村民间的血缘、地缘关系 

在第二次产业转型中，率先种植番茄等特色农产品的赵小六等 10 余户农户，成为特色农业兴起的先行者。他们在 2013 年

学习邻村经验，率先种植番茄，并因当年番茄价格攀升而获益。此后，由于他们的尝试发挥出示范效应，以及迫于产业转型的

压力，之前从事矿业的村民纷纷返家种植番茄。由于农业不确定性因素较大，最先下定决心种植的还是先行者的近亲，因为他

们能从亲戚那里得到去年最准确的市场信息和种植经验,所以在次年就开始了种植。此后几年，市场行情都较好，种植番茄的人

也越来越多，除了番茄，四季豆、芒果等的种植规模也有所扩大，全村 90%的农户都参与到特色农产品的种植中。社会信任程度

的不同以及社会交往频率的差异,村民投入番茄种植分有先后，根本上仍是血缘、地缘纽带的强弱在起作用。 

综上，无论是在哪一个产业发展时期，“项目引进”中发挥关键作用的都是先行者。项目能成功地引向哪位村民？这需要

充分考虑自然条件、地理位置等客观因素以及先行者与村民的社会关系、社会信任情况。“项目引进”的对象始终呈现出以生

产队长为中心、以血缘亲疏往外扩展的特点。 

（三）工作引荐 

产业发展带来了工作岗位。第一次产业转型时,有打工意愿的土地租户率先进入工厂务工，而后其余村民被引荐进入;第二

次转型时，家中土地较少的村民先开始进行农产品的装运，而后其亲属加入。两次转型中的“先行者”为其他村民提供了“工

作引荐''的便利。 

在发展洗选产业时，企业会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选聘本村村民，尤其是租地农户。李队长介绍道：“我们队有 20多人在厂上

班，因为工厂招工先满足我们队的人，一般是想打工的租地农户进去之后给老板介绍其他有意愿的村民。”此外，租地农户还

会引荐他们的近亲到一些更好的岗位工作。如笔者就了解到李小二在其堂兄引荐下进入新峰开装载机并得到近万元工资的案例。 

特色农业发展时，王小梅、任小兵、赖小敏等 3 名土地较少的村民成为农产品装运环节的先行者，他们率先在本村的 3 个

果蔬收购点做农产品包装或搬运，后来，他们先后引荐了 15名村民加入其中。第一位先行者是赖家的四儿媳妇王小梅，她从 2013

年底就开始从事包装工作。在其引荐下，做运输和在工厂打工的赖氏 5兄弟加入了农产品的装运，组成一个 10人的“家族式”

装运团队。第二位先行者是长期在村中的冻库打工的任小兵，到了收购旺季，他就会叫上妻子去做包装、邻居韩春发一起搬运;

第三位先行者赖小敏带着她的兄弟媳妇、近邻赵小梅等一起做包装。这两位先行者引荐的对象是近亲和近邻，他们组成了两个

“近亲近邻式”的装运团队。 

在“工厂务工圈”中，进场有先后、工作有好坏。而对农产品装运团体而言，血缘、地缘关系的亲疏就更为重要了，因为

实行计件工资制，所以在农产品收购量较为固定的情况下，包装的人数则直接影响工资收益。由此,装运群体多由血缘和地缘关

系最近的村民组成，并且呈现出较强的稳定性和一定的封闭性。无论是“工厂务工圈”，还是“农产品装运圈”，二者扩展的

过程中也体现出以先行者为中心，按血缘亲疏、地缘远近逐步扩展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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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产品运输 

矿石的运进与矿粉的运出是洗选产业的重要环节，农产品的外运也直接联系着外部市场。矿物运输时,X 村的运输圈以土地

租户、老运输户等先行者为中心，逐步往外扩展，货源则以土地租户为中心“差序化”地分配。洗选产业衰败后，运输户的货

车均已转让，农产品由收购商外运。 

第一次产业转型中，部分村民从农业进入运输行业,X 村矿物运输圈经历了三轮扩展历程。首先，李小勇利用与工厂间的土

地租赁关系率先购买了小货车从事矿物运输。与此同时，长期在外做运输的刘一品等老运输户也开始将本村货源作为主要依托,

他们成为矿物运输的“先行者”。第二、三轮扩展出现在 2009 年后的矿业鼎盛时期。第二轮是豆老二、赖小六等 4户村民成为

了土地租户，并加入了矿物运输圈。第三轮则分别朝着土地租户和老运输户的表亲、邻居扩展。如刘一品先后引荐其表亲杨东

儿等加入，土地租户李小勇等则引荐其表亲罗黑山等加入。三轮购车之后，X村共有了 23辆大小货车,他们基本垄断了村中矿物

运输权。整个运输圈呈现出以先行者为中心，以血缘亲疏、地缘远近往外扩展的特点。此外，X村的货源主要来源于新峰公司，

新峰公司给予了土地租户李小勇⑤分配货源的权利,其运输安排也是以他为中心，以血缘亲疏逐步扩展。村民黄老二介绍：“货

少的时候肯定是他先拉，有时老板要求一天或者半天拉完，他会叫上他的姐夫“豆老二”，还有多的才是他的老表。” 

第二次产业转型中，洗选产业凋敝导致货源丧失,X 村的矿物运输户们纷纷卖掉货车后返家从事特色农业生产或装运，农产

品外运由收购商完成，村民并未参与。 

五、“差序化代入”：乡村生计方式的一种变迁机制及其意义 

综上，从村民个体的角度来看，按照“以己为中心，按血缘亲疏、地缘远近'差序化'带领其他村民转变生计方式”的行动

逻辑，各位先行者在第一次产业转型中逐步带领其他村民进行土地租赁、进厂务工、矿物运输;第二次产业转型也是如此，种植

规模的扩大、装运圈的扩展依旧是先行者带引的结果。可以说，先行者是以此逻辑带领整个村庄转变了生计方式。从整个村庄

的角度来看，村庄生计方式的变迁依托的是村庄内生性的力量，在解决生计方式转变的难题时，村民像解方程一样，运用了“代

入法”，他们是将“差序化”的乡土社会关系“代入”到解决转变生计方式的难题之中，并取得了成功。X村生计方式的变迁机

制就是“差序化代入”。 

表 1.村庄生计方式变迁情况 

带引方式 

及变迁结果 

第一次产业转型 第二次产业转型 

生计类型 参与情况 生计类型 参与情况 

项目引进 土地租赁 

先行者：1人 

番茄种植 

先行者：10余户 

共参与：17户 共参与：90%的家庭 

工作引荐 工厂务工 

先行者：3人 

产品装运 

先行者：3人 

共参与：30余位 共参与：18人 

产品运输 矿物运输 先行者：4户 由收购商完成、村民未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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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参与：23户 

变迁结果 
从95%的家庭以务农为主到80%的家庭从事洗选

产业相关工作 

从80%的家庭依靠洗选产业到95%的家庭转为特色

农业 

首先，“差序化代入”机制表明：先行者的行动逻辑反映出乡土社会关系仍有“差序化”的特点。这一判断，既是出于对 X

村先行者行动逻辑的总结，也是基于“差序格局”理论做出的。“差序格局”由费孝通提出，很多学者对其进行了论证或修正
[16-19]。阎云翔之前的研究主要是从社会关系上研究差序格局；但他认为差序格局是个立体的结构，包含有纵向的刚性的等级化的

“序”和横向的弹性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差”[20]；孙国东、周飞舟等在之后的研究中支持了他的看法[21-22],翟学伟却反驳了他的

观点，认为“不能把差序格局放到立起来的架格上看”[23],吴飞也认为“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的核心就是同心圆结构，这种结构无

法解释阎云翔的等级结构[24]。此外，从对差序格局的理性化趋势的讨论[25]，到从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出发对差序格局进行重新

理解[26],再到讨论“随礼失随"反映出的新差序格局[27]，学界也关注到社会变迁下差序格局的适用性。最近，更有学者“较真”

差序格局，认为“差序格局概念并非对历史中国甚或乡土中国社会格局的描述和概括”[28]。虽然差序格局的确“留下来很多疑

问有待澄清"[29],但根据 X村调研结果，我们认为费孝通对于乡土社会关系的经典描述仍然具有极高的解释力。他说:“以'己'为

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

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了"。[30]34 他是将乡土社会关系描述为

一个“同心圆结构”，乡土社会关系的强弱是由血缘的亲疏、地缘的远近决定的，乡土社会关系具有“差序化，，的特征，X 村

案例再次说明了这一点。 

其次，在肯定自然资源、市场供求以及国家政策等结构性因素的影响之上，“差序化代入”机制核心强调的是:尽管外部结

构性因素不断变动，乡土社会“差序化”的社会关系仍然在一类资源型村庄的生计方式变迁中发挥着关键作用。X 村从“非农

化”发展到“回归”农业生产的生计方式转变，实际上代表了近年来一类资源型村庄的生计方式变迁，即先依托矿产资源优势

发展工业，之后被迫转型为特色农业或者旅游业等。从 X 村个案来看，他们转变生计方式的经验是综合考虑自然资源状况、产

业发展经验以及市场供需关系，“代入”乡土社会“差序化”的社会关系解决生计方式转变难题。如此一来，在先行者的带引

下，村民可以便利地获取工作机会、货源、投资人等市场资源，充分地利用独特的土地、矿产与光热等自然资源，从而进入到

新的生计方式之中。这一经验概括起来就是“差序化代入”的机制发挥了关键作用。该案例表明，市场、政策环境等外部结构

性因素变动对村庄社会结构最大的影响就是改变了村民的生计方式，进而使村庄发生了产业结构的转型。然而,从产业转型和生

计方式转变的过程来看，尽管外部结构性因素不断变动，村庄最基本的社会结构“差序格局”仍未根本动摇且具有强大的惯性。

在维持社会变迁中的乡村秩序、促进社会变迁中乡村治理上，传统的乡土社会关系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且村民可利用这一

关系网络以实现生计转变。 

如今，在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探讨乡村生计变迁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 X 村案例所示，面对着由外部结构性因素引

发的生计困境，村民从洗选产业“回归”农业生产，发展起了特色农业，自己解决了自己的“安置”问题。其中，“差序化代

入”的机制发挥了关键作用。这是他们基于村庄“差序格局”的基本社会结构而做出的自主性应对策略，不同于国家投入力量

进行转移安置。“差序化代入”机制可为解决相关从业人员的分流安置问题提供一些启示：首先,分流安置员工，在再就业过程

中可激活社会关系网络,挖掘自然和社会资源，努力去自主解决生计方式转变难题;其次，政府的转移安置政策要从企业、社区

基本的社会结构特征出发，以员工的文化主体性与文化适应性为前提，协调好政策引导性与员工自主性的关系，为员工自主再

就业提供相应的配套支持。 

注释： 

① 数据来源：中央电视台，http：//tv.cctv.com/2016/09/17/VIDEvP13kx7nLoj3z9EHDltbl60917.shtm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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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称谓缘由：当地村民习惯称呼村庄为“生产队”、组长为“队长”。 

③ 数据来源于李队长的访谈，访谈时间：2016 年 12 月。此外，本文统计的参与户数未达到人口统计数据的80%,李队长认

为这是“一家多户”造成的。 

④ 数据来源于益民乡统计站。数据显示：2016年，全乡蔬菜种植面积达 14726 亩、外销3.8 万吨，水果种植面积 2.3 万亩、

总产量 8900 多吨。 

⑤ 情况说明：起初租赁李小勇土地的有新峰、博凡两家,后博凡被新峰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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